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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
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吴　瑛　乔丽娟

摘　要：国际共识经国际组织而传播，可以借助国际组织提升中国声音的国际影响
力。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西方国家 “制造国际共识”的传播机制包括：通过取得世卫
组织高级职位和 “金主”角色奠定话语主导权，形成基础共识；通过组建精英群体联盟
和开展新闻批评，形成程序共识；将西方中心主义与反共意识形态融入组织逻辑，构成
政策共识。针对西方国家通过国际组织谋求话语霸权的现实，中国要和世界各国一起发
出声音，推进 “重构国际共识”，这包括：推动平衡国际组织各国人员比例与资金投入，
重构基础共识；推动传播主体从精英群体向多元话语网络转变，重构程序共识；在强调
国际公共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开展精准传播，重构政策共识。因此，要将国际组织
打造成多种声音并存的平台，在发出中国声音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进程中，推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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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是世界权力博弈的平台，也是多种声音竞争的场域。然而，当前大部分国际组织是
二战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重大国际问题发生时，

西方国家往往以国际组织为平台，通过一套显著或隐晦的 “制造国际共识”的机制，抢占话语权
制高点，引导国际舆论，进而谋求西方国家的利益。

世界卫生组织 （以下简称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是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
协调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世卫组织提出对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调
查，以响应某些西方国家的 “实验室病毒源头论”。此外，“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疫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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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等也是西方国家以世卫组织为平台制造的 “共识”，不仅损害了中国形象，也误导了国际社
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认知。本文以世卫组织为例，将研究时间设置为１９７２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加入世卫组织至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对世卫组织文件和国际媒体报道的分析，试
图分析西方国家如何通过基础共识、程序共识、政策共识来 “制造国际共识”，继而引导国际社
会有关世界卫生治理的议程。在此基础上，提出 “重构国际共识”的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声音在
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推进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一、共识与制造共识

（一）共识的概念与源头
共识的英文是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的 “ｃｏｎ” （一起）和 “ｓｅｎｔｉｎｅ”

（感觉）的组合，拉丁文的含义是 “一个协定或共同情感”，它是 “构成一个国家各部分间的普遍
关联”，① 在城邦中，人们的思想要高度共通。② 在中国文化中，荀子肯定基于 “类”③ 而产生共
感的可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 “大同”世界的追求，蕴含着一定的共识思想。
共识的具体含义是指 “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

价值观念和规范”。④ “普世价值”（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与共识不同，共识包含着一定的共通价值，

而普世价值是以片面视角为普遍性方法的价值观。共识一般指认的是结果，而同意 （Ｃｏｎｓｅｎｔ）

表示赞同或应允，指认的是过程。共识表面看是认同问题，但实质却是利益问题，不同群体能否
找到利益交汇点是寻求共识的关键。

西方的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表达了个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基础上 “同意的”共识。在１８
世纪，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的社会契约思想包含了以上帝权威和自然法为依据的道德共识，在卢
梭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那里，共识表现为以契约体现的全体人民的 “公意”。⑤ 在１９世纪，

社会学家涂尔干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假设社会中存在某种潜
在契约，通过社会制度运作而获得平和与稳定。⑥ 在２０世纪，政治学领域的伊斯顿 （Ｄ．
Ｅａｓｔｏｎ）、萨托利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阿尔蒙德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Ａｌｍｏｎｄ）等学者，从民主制度与
共识的关系阐述了共识观念。⑦

在当代西方思想领域，对于共识研究颇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 “话语
共识”和罗尔斯 （Ｊｏｈｎ　Ｂｏｒｄｌｅｙ　Ｒａｗｌｓ）的 “重叠共识”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面临整
合危机，解救的办法就是在交往中进行沟通，形成共识。哈贝马斯强调通过可领会性、真实性、

真诚性与正确性对话取得共识。⑧ 哈贝马斯的话语共识侧重于语言及精神交往过程，使交往主体
失去了物质性根基，难以避免空想性。罗尔斯的 “重叠共识”是一种 “政治正义观念”，各学说
的公认理念部分即 “重叠共识”。⑨ “重叠共识”即在承认现有观念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目标
上却具有共识，通过交往形成 “视域融合”。

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是否可能形成共识？多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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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可能存在，如蒯因 （Ｗ．Ｖ．Ｏ．Ｑｕｉｎｅ）的 “翻译不确定性原则”、库恩 （Ｔ．Ｓ．Ｋｕｈｎ）的
“不可公度性理论”等。① 更多学者认为，人类一直在追求价值的统一性：人类是一个整体，各
方面性质相似，各文化充满共通性；人类历史的文明交往、文化传播和模仿正说明了某种共识存
在的事实；当代全球传播网络为普遍经验和共识提供了可能。

目前，对于共识的研究更多围绕价值共识、政治共识、道德共识、正义共识、重叠共识等概
念进行阐释，主要从政治学、哲学等视角开展研究。然而，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
信息传播和交流互鉴中实现的，需要从传播学视角切入共识的形成机制，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权力
因素的影响。

（二）制造共识模型
共识是如何产生的？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传播不但是达成共识的方法，更是共识形

成的结果，赫尔曼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ｅｒｍａｎ）和乔姆斯基 （Ａｖｒａｍ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构建了一个
“制造共识”的理论模型，解释和批判美国媒体的共识制造机制。他们认为，美国媒体受制并服
务于政府以及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 “制造共识”，实现思想控制，极力保
护着整个国家特权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

“制造共识”模型包括五个层面：一是媒体规模、所有权的集中；二是广告作为大众媒体的
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媒体对政府、专家人士等信息源的依赖；四是新闻批评作为制约媒体的力
量；五是把反共意识形态作为控制机制。② 作为思想控制的关键步骤，共识制造往往作用于无形
之中，如谢·卡拉－穆尔扎 （С．Кара－Мурза）所言，当某人想操纵群体意识，会供给群体一些
符号，把符号联系的解释强加给群体，使其按照操纵者所希望的方向对现实加以歪曲。③

现存的新闻结构可以塑造、限制观众对于主要议题的阐释与理解，以影响国际形势。有研究
发现，美国通过隐晦的宣传技巧控制伊拉克媒体，制造共识，使得伊拉克民众集体失语；④ 有学
者分析了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４年间西方媒体对委内瑞拉的报道，发现英美主流报纸在报道中制造了西
方意识形态，报道态度负面居多。⑤ 在国内，民调在公关和媒体的共同运营下，操纵民意，制造
出表征客观但实质虚幻的 “共识”；⑥ 日本传媒将各种 “社会议题”转化为 “媒介议题”，并最终
使其成为政府操作的 “政治议题”，通过 “共识动员”，塑造内部凝聚力和价值认同。⑦

社交媒体时代并不会影响这个模型的适用性。在乔姆斯基看来，社交媒体使得受众关注不到
有可能激发不同意见的声音，点击功能通过议程设置完成有利环境的创建，资本主义成功在新媒
体领域制造共识。⑧ 例如，法国和澳大利亚主要通过网站宣传疫苗接种政策，还包括政府新闻发
布会、专家访谈等不同策略，用以制造共识。⑨

前期研究对制造共识的运用仍停留在具体的国际或国内热点事件上，很少将该模型适用于国

０３

社会科学　2021年第 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朱玲琳：《社会共识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９７页。
［美］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１页。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宋嗣喜、王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４页。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ａｋｈａ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ａｑ：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ａｄｄａｍ　Ｍｅｄｉａ　Ｓｅ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ｒａｑｉ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２００９，ｐｐ．７－２５．
Ａｌａｎ　ＭａｃＬｅ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Ｍｅｄｉａ　Ｍ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１９９８－２０１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６，２０１８，ｐｐ．２７３－２９０．
沈承诚：《民意政治还是民调政治：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过程的分析》，《江汉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林晓光：《日本对华战略文化形成的社会舆论机制——— “普通国家”的身份建构与媒体的 “共识动员”》，《新闻与传播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Ａ．Ｏｂａｒ，Ａｎｎｅ　Ｏｅｌｄｏｒｆ－Ｈｉｒｓｃｈ，“Ｔｈｅ　Ｃｌｉｃｋｗｒａｐ：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４，２０１８，ｐｐ．１－１４．
Ｋａｔｉｅ　Ａｔｔｗｅｌｌ，Ｊｅｒｅｍｙ　Ｋ．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ｉａｎ　Ｔｏｍｋｉｎｓ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０，２０２１，ｐｐ．５９８－６０２．



际组织，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话语权博弈的重要平台。本研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借
助制造共识模型，分析西方国家通过世卫组织生产话语权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如何打破
西方话语霸权，重构国际共识的战略与路径，为在国际组织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
出努力。

二、中国参与世卫组织的历程

中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国和最早的会员国之一。１９４５年，在联合国关于国际组织问题的大
会上，中国代表参与提交的 “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为最终创建世卫组织奠定了基
础。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世卫组织的历程包括四个阶段，即局外者、初步参与者、努力融入者
和积极贡献者四个阶段。

第一，世卫组织的局外者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２年）。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２年，中国在世卫组织的
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地区所占领，在此期间，中国与世卫组织处于对立状态，基本上将其等同于
西方反华势力。例如，世卫组织 《疫情周报》多次将中国的海口、上海等港口 “误报”为天花或
霍乱疫港，中国６０年代已消灭天花的事实直到１９７９年才被世卫组织认证。② 由于信息沟通不畅
及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没有机会在世卫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世卫组织的初步参与者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２年，第２５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了
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合法席位，中国自此结束了 “局外者”身份。在第２６届世卫大会上，中国代
表首次亮相，孟庆玉介绍了赤脚医生的由来和现状，引起其他国家高度关注。１９７３年，《纽约时
报》称中国代表讨论了疟疾等疾病的治疗方案，相信其加入可以为世卫组织作出贡献。③ 瑞士学
者发表文章认为，世界医学界应从中国代表有关 “赤脚医生”的介绍中学习宝贵经验。④ 在该阶
段，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全球传播着力宣扬社会主义优越性，传播的重点内容并没有放在世界各国
卫生技术交流和学习上，该时期的中国只是世卫组织的初步参与者。

第三，世卫组织的努力融入者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淡化意识形
态影响，将世卫组织看作专业性技术机构，为各国提供医疗援助，制定国际准则。中国在该阶段
承诺并完成世卫组织的指标性任务，但在 “韬光养晦”战略框架下，借助世卫组织传播中国声音
的意图并不显著。中国先后对基本药物目录、扩大免疫规划、消灭脊髓灰质炎和碘缺乏病等倡议
作出承诺，并努力践行，成为实施世卫组织各规划项目的模范生。⑤ １９９８年，ＢＢＣ发表文章称，

世卫组织官员称赞中国在健康领域取得了卓越全面的佳绩。⑥

在中国与世卫组织合作过程中，２００３年的 “非典”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国际社会及世卫组
织批评我国早期防控不当，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信关系面临考验，致使中国国家形象受损。此
后，中国主动回应，公开承认最初对疫情处理的失误，宣布积极配合世卫组织工作，参与全球疫
情的预防与治理，中国的合作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分享信息更加及时透明。

第四，世卫组织的积极贡献者 （２００４年至今）。２００６年，中国香港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
干事，中国与世卫组织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率先实现了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目标，

２０２１年，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的认证。中国不仅积极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而且主
动传播中国声音，努力成为世卫组织理念的贡献者。２０１７年，中国提出 “健康丝绸之路”，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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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习近平提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创新主张，获得ＢＢＣ的关注，“这表明中国愿意继续
与其他国家合作抗击疫情”。①

当前，有关中国与世卫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合作进展、中国
为世卫组织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中美在世卫组织的博弈。但前期研究缺少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对西
方国家在世卫组织的角色的系统性研究仍然匮乏。面对当前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议程设置和规则
制定上的垄断，本文以世卫组织为例，剖析西方国家共识制造的机制，并提出中国如何以国际组
织为平台，推动重构国际共识的模型与要素。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世卫组织官网，收集了１９７２年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参加的世界卫生大

会、执行委员会和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会议文件１４４份，并搜集了该时间段国际媒体报道中国与
世卫组织的相关英语新闻７４８篇，数据来自Ｆａｃｔｉｖａ数据库。研究设置４个类目，对报道进行编
码，类目及其信度值如下：时间为１．０，议题为０．８７，消息来源为０．８３，报道态度为０．７９，达到
了信度检验要求。

三、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 “制造共识”的机制

本文除了参考共识制造模型外，同时引入了考察共识的三个维度，即基础共识、程序共识和
政策共识。美国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认为有三条途径可以达成民主
共识：第一，终极价值，如人类都追求的平等和自由；第二，游戏规则或程序；第三，政府出台
的政策。② 伊斯顿（Ｄ．Ｅａｓｔｏｎ）认为，以上论述恰好是共识的三个层次：第一，价值或信仰体系的
共识，是基础共识；第二，政治制度层面的共识，是程序共识；第三，政府出台或制定的政策，
是政策共识。③

乔万尼·萨托利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三个层面的共识含义：④ 基础共识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
认同同样的价值观或追求同样的目标，基础共识决定了民主制度的成功与否以及最终共识是否可
被达成；程序共识确立了如何运行以及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游戏规则，如果大多数人不认可或
不接受游戏规则，那么共识没有被真正达成；政策共识是允许讨论的统治，共识的达成不是消灭
异见，而是允许争论和反对派的出现，达成 “异见”的共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ｓ－Ｄｉｓｓｅｎｓｕｓ）。我们需
要 “异见”引起共识的变化，即带来新的共识。有学者在乔万尼·萨托利共识层面的基础上，对
其意义进行了创新和延展：基础共识是达成更高层次共识的前提，包含自然资源、公共基础设
施、社会保障体系等；程序共识是建立操作运行的规则；政策共识是具体层面的措施，直接影响
利益分配。⑤

将基础共识、程序共识、政策共识这三个层面运用于传播流程中，则体现为国际组织信息传
播的物质基础、信息流的操作引导以及信息的价值和目标。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
制造共识的传播流程如下：首先，通过高比例的任职人员以及捐赠资金奠定了基础共识；其次，
新闻来源中精英群体的联盟、新闻批评保持的 “正确轨道”构成程序共识；最后，西方中心主义
理念与反共意识形态融入政策共识。

（一）制造基础共识：人员规模与资金捐赠
基础共识是达成更高层次共识的前提。共识可以通过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两种途径达成，在

交往行为中，语言扮演主要角色；在策略行为中，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

２３

社会科学　2021年第 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ｏｖｉｄ－１９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ａ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ｃｕａｄｏｒ”，ＢＢＣ，Ｊｕｎｅ　１７，２０２０．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８页。

Ｄ．Ｅａｓｔｏｎ，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６５．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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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① 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中，正是从策略行为出发，从任职
人员及资金投入两方面入手，制造基础共识。

１．高层任职人员：共识制造的 “把关人”
权力、地位及各种职位上的现任者可以加强共识的渗透，使共识得到强化。制造共识模型认

为，按照地位、资源等因素划分的顶层媒体机构是能够设定全国议程的 “指挥部”。在国际组织
中，也遵循同样的实力规则，其议程与政策不可能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体现的多是主导者的利
益和价值。国家在某一国际组织领导层的任职人员比例大，则占有相对优势，可以推动其所关心
的议程进入国际视野，而任职人员比例少甚至没有的国家，其所关心的议题可能会被边缘化。

国际组织中的高级职位一直是各国激烈竞争的对象，更有能力影响国际组织的国家，也更成
功地使本国国民占据高级职位。② 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总部任职的领导人员占比７２％，其中，美
国任职人员最多，达２０位，包括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斯图尔特·西蒙森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Ｓｉｍｏｎｓｏｎ）

和数据分析部门助理总干事萨米拉·阿斯玛 （Ｓａｍｉｒａ　Ａｓｍａ）。③ 非西方国家任职人员只占２８％，

其中，中国人只有１位，即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在世卫组织任职的全部中国人有４０名，

只占该组织员工总数的１％。④ 世卫组织领导人员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在议题提出乃至规则实
施等领域居于优势地位。比如，世卫组织把加强全球传染病监测机制列为优先事项，而非加强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卫生能力建设。⑤

高层任职人员事实上充当了西方国家共识制造的 “把关人”，使其在源头上就具有结构性优
势，以微妙的权力形式塑造了世卫组织的对话性质与最终共识。尽管世卫组织官员是来自各国卫
生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各自国家，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技术人员履
行着和外交人员一样的职责。世卫组织强调招聘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向缺额国倾斜，然而因受语
言、文化等因素影响，非西方国家在国际招聘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参与度和成功率均不高，仍
处于边缘地位。

２．经费和捐款：共识制造的资源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认为，由于媒体重视为其提供资金的 “金主”，“广告商从而获得了事实上

的监管权威”，⑥ 影响节目的编排。因此，资金和货币是制造共识的重要资源，世卫组织同样面
临着相似的结构性制约，西方国家是资金等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因而对世卫组织作用的发挥具有
更大影响力。

世卫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西方国家不仅在自愿捐款方面名列
前茅，例如，２０１９年，世卫组织的核心自愿捐款账户全部来自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瑞典、挪
威、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丹麦、卢森堡、瑞士、法国、西班牙、摩纳哥，⑦ 而且在会费缴
纳方面也独占鳌头，尤其美国一直居于会费缴纳份额首位。综合来看，２０２０年世卫组织１０个最
大供资方中，西方国家及其资助的基金会占绝大比例，包括德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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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ｐｐ．１５９－１６７．
［美］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１２页。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２–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ｂｙ　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ｅｎｄｅｄ　３１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１９（ｉｎ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ｕｎｄ．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欧盟委员会、美国等，占规划预算的６１％。① 中国虽然近些年在
会费缴纳方面居于前列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中国缴纳会费占比１２．００５８％，排名第二），② 但在
自愿捐款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十大自愿缴款方上一直榜上无名。
由于世卫组织对捐款的分配使用秉承捐助者优先原则，大部分自愿捐款都有附加条件，项目

的流向和优先事项的确定都要反映捐助者的偏好。③ 这严重削弱了世卫组织的决策权，使得世卫
组织的国际共识和议事日程受到西方国家政策偏好的影响。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就职第一天就撤
销了关于暂停每年向世卫组织缴纳４亿美元会费的决定，从而保持世卫组织最大会费缴纳者的身
份，推动该机构按照美国意愿进行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财力不足、科技研究
水平落后，对世卫组织的资金与资源贡献有限，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也长期处于 “寡言”或 “失
语”地位。

（二）制造程序共识：消息源精英联盟与新闻批评
程序共识指的是规则问题，现实世界中经济、政治等领域充满冲突、分裂，必须确立优先于

其他规则的基础性规则，从而保证不同主体可以通过这些规则达成共识。在共识的传播流程中，
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通过消息源精英群体联盟以及新闻批评保持的 “正确轨道”来制造程序
共识。

１．权力与知识的精英联盟：共识的 “扩散器”
西方国家政府通过高级别任职以及扮演的 “金主”角色，奠定了在世卫组织中的地位，西方

国家的媒体也通过在世界的舆论影响力先发制人，成为共识的 “扩散器”。媒体报道中的消息源
等同于看待世界的窗口，映射着多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媒体被相互利益关系等因素拖进了一种
与势力强大消息源之间的共生关系。本文以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为参照，选取美国、德国、英
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７个西方国家的媒体样本。数据显示，这些媒体的消息
来源，占比居前的包括：世卫组织官员 （总干事、世卫组织发言人、世卫组织驻华代表等）占

２８％，中国官员 （外交部发言人、疾控中心官员、国家卫健委官员等）占１９．１％、国外官员 （外
国总统、外交官、卫生部官员等）占１１．２％、国外专家 （流行病学专家、传染病学专家等）占

１０．４％。
官方消息源具有清晰的身份标志和权威性，受媒体青睐，马克·菲什曼 （Ｍａｒｋ　Ｆｉｓｈｍａｎ）

称之为 “与官联姻原则”。④ 西方媒体经常借助世卫组织官员的评价来批评中国，以显示其消息
的客观性，例如，２０２０年，《卫报》引用世卫组织官员迈克尔·瑞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ｙａｎ）的讲话，
称 “和非典一样，我们不停询问中国，世卫组织基本从未从中国得到完整透明的信息”。⑤ 强势
消息源经常利用媒体对其的依赖，实现意见操控，使得媒体遵循特定的议程和框架。多数西方媒
体的报道倾向于反面引用中国官员消息源，在 《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国承诺提供２０亿美元国际
援助后，便评论此举是为了转移中国是疫情起源地的注意力。⑥

此外，西方国家还吸收专家作为已有共识的 “扩散器”，呈现出 “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和知识
的权力化”。⑦ 专家因专业知识技能在国际议程设置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可通过概念的创造、
主题的阐释以及标准的设定产生影响。世卫组织在专门知识领域尤其依赖专家权威，西方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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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ｇｂ／ｅｂｗｈａ／ｐｄｆ＿ｆｉｌｅｓ／ＷＨＡ７４／Ａ７４＿２９－ｃｈ．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ｉｒｉｓ／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１０６６５／３２９３４２／Ａ７２＿Ｒ１２－ｃｈ．ｐｄ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１＆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ｙ．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Ｏ：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ａｂｏｕ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ｕｎ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ｅｎ／．
参见 ［美］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１５页。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ｈ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ＷＨＯ，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Ｊｕｎｅ　２，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　Ｃｏｕｒｓｅ，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Ｍａｙ　１９，２０２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ｉ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１９７７．



常利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占领话语权高地。比如，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Ｆａｕｃｉ）表示，“实验室泄露论”存在可能性，① 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
理查德·埃布赖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ｂｒｉｇｈｔ）指出，新冠肺炎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有着确定的可能
性，② 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重要反响。
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用 “互搭梯子”形容新闻场域与专业学者的关系。③ 科学家作

为 “带着任务的信源”，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普及科学而来。如果说在国内事务上，西方专家学
者常以 “独立性”和 “专业性”挑战政府。那么，在国际事务中，他们则倾向于利用自己的 “知
识权力”与政府声音同频共振，以此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将特定阶层的信念、价值观、态度
与行为准则变成共识，在国际社会扩散，“异见”声音则会在此过程中逐渐边缘化。

２．新闻批评：共识的 “固定器”
新闻批评是指对媒体言论发表反面观点。如果新闻批评由规模较大且影响力较强的个体或机

构发出，则会对媒体产生严重影响，使其遭受损失。在政治氛围和文化空气的长期规训下，媒体
达成了哪些议题可能招致新闻批评的默契，因此，尽可能不触及 “雷区”。新闻批评强化了权威
在新闻发布中的管理作用，政府本身就是新闻批评的主要制造者，经常对媒体进行攻击、威胁和
“纠正”等，试图阻止媒体偏离其设定的路线。西方国家也不时将新闻批评当作共识制造的 “固
定器”，不允许发表政府共识之外的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之音 （ＶＯＡ）就曾在遭受政府批评之后，加大了对中国的污名化。

美国之音是美国十多家对外广播电台中唯一由联邦政府经营的电台，其经费、官员、新闻导向都
来自美国政府，按美国政府意志行事。近年来，美国之音配合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在新疆、台
湾、香港等问题方面屡屡发难。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和４月８日，美国之音分别发布了有关 “美国
死亡病例赶超中国”与 “武汉解封，夜晚灯光秀”的新闻，随即４月１０日白宫每日简报网站

１６００Ｄａｉｌｙ作出批评，“美国之音花纳税人的钱当中国政府的喉舌”。面对来自政府的新闻批评，
美国之音急忙做出 “纠正”，４月１０日发表声明强硬反驳指控，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媒体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量信息进行了 “彻底的反驳”。
通过对报道文本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西方国家沿着既定的政府思想进行报道，凸显 “非

典”与 “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与这两个流行疾病紧密关联。除了防止本国媒体偏离政治立场
和价值观，某些西方国家还对世卫组织发布的违反其观念的新闻进行批评。由于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多次赞扬中国公开透明的态度，特朗普称世卫组织偏袒中国，以 “中国为中心”。德国默
卡托研究中心 （ＭＥＲＩＣＳ）更是发布了题目为 《有中国特色的 ＷＨＯ？》的文章，④ 以此不断肃清
反对声音和批判力量。这些新闻批评的声音限制了议题范围，使有损于其偏好和利益的诉求没有
机会进入国际传播轨道，成为共识制造的 “固定器”。

（三）制造政策共识：西方中心主义目标和反共意识形态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萨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Ｏｓａｋｗｅ）强调，“国际教育、文化或者科学合作

问题的政治性毫不逊色，更不用说那些更敏感的国际劳工或卫生问题了”，⑤ 西方国家在世卫组
织的政策共识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特点以及反共意识形态色彩。

１．西方中心主义：共识的最终目标
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国家将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看作二战后战胜国的红利，尽全力保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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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ｚｈｏｎｇｗｅｎ／ｓｉｍ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７２５２８４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ｏ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ａ／ｙｕａｎ－ｚｈｉｍｉｎｇ－ｐ４－ｌａｂ－ｗｕｈ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ｖｉｄ－１９－ｏｒｉｇ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０７２０／５９７３０９３．ｈｔｍ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７页。

ｈｔｔｐｓ：／／ｍｅｒｉｃｓ．ｏｒｇ／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ｈｏ－ｈ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参见 Ｈ．Ａｍｅｒ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Ｇｏｗｅｒ：Ｈａｎｔｓ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２。



在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大力推崇西方中心主义的政策共识。西方中心主义尤其体现在国际组织
出台的政策、国际议程的安排等方面。比如，世卫组织将全球传染病监测列为优先关注和解决的
议题，而没有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基础卫生能力建设纳入优先事项，① 正是对应了美国卫
生医疗界的倡议。
一直以来，美国都非常重视传染病的应对和治疗：从小布什政府将防止传染病大流行纳入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的 《国家安全战略》并列为 “优先议题”，到２０１７年特朗普政府 《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将 “应对疫情和生物威胁”作为保障美国领土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② 都体现了美国将
传染病治疗纳入政策议程的决心。最为显著的是美国２０１９年发布的 《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全面
聚焦传染病议题，对艾滋病、饮用水清洁、母婴健康等世界重要的卫生问题并无提及，③ 全面体
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策共识。
在国际组织中，保持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政策共识是稳定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实现手段。在世

卫组织，哪些卫生议题具有安全或战略意义大多数由西方国家界定，其真正担心的卫生风险是指
威胁到本国利益的风险，而非政策如何影响全球疾病负担。因此，世卫组织的很多政策共识与国
际议程都与西方国家自身需要有关，忽视了非西方国家面临的医疗资源不足、基础卫生保健不充
分等问题，使后者成为西方国家卫生战略的 “副产品”。

２．反共色彩：共识的意识形态
共识在建构过程中，还可能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变形或扭曲。意识形态借助权力和货币媒

介，侵蚀理解主体的先见，共识不再成为多元主体理解的一致，而是意识形态整合的产物，是一
种虚假共识。
西方国家媒体和非西方国家媒体有关中国与世卫组织的报道态度、报道主题等有很大不同。

在所选样本中，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态度最多，占４８．１％，非西方媒体的中立态度及正面态度总
计为７５％，负面态度只有２５％。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关键词前五位都涉及 “非典”、新冠肺
炎疫情以及台湾问题。然而，西方国家报道中提及 “死亡”的频率高达８８３次，共识制造模型会
把敌国的受害者看成 “最有价值的受害者”，也就是便于叙事的对象，以此凸显中国疫情治理
“不力”。与此同时，“特朗普”“病人”“中共”“批评”等词汇占比很大，与非西方国家突出 “措
施”“努力”“支持”“资金”等具有合作意味的词汇不同，西方国家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
度视为异端，报道呈现鲜明的反共色彩。加拿大 《环球邮报》称：“中国共产党会压制任何破坏
稳定的事情，所以中国没有公开疫情。”④

在台湾地区加入世卫组织问题上，西方国家也呈现显著的反共意识形态，他们周期性寻求台
湾地区在世卫组织中的 “合法作用和声音”，称 “台湾地区仅是想加入世卫组织以分享知识促进
全球卫生健康，这也有错吗”。⑤ 西方国家媒体将台湾问题演变成为 “体制问题” “民主问题”
“人权问题”，设置种种话语陷阱，打造 “共识”，利用貌似合理的逻辑和预设前提作为先发制人
的话语基础。
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在世卫组织中的经济、资源、传播等多方面的累积优势，制造了符合自身

利益的国际共识，构建了强势霸权话语，诱导其他国家遵循其意志。弗洛姆 （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认
为，在历史进程中，观念退化为意识形态，词语取代人类现实，成功地控制人们，获得权力和影
响，这不是例外，而是规律。⑥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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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旧有的、由西方国家引领的国际共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可以借助国际组织平台，

制定适宜的 “中国方案”，在重构国际共识的进程中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

四、重构国际共识和提升中国声音的影响力

共识是一个需要不断予以协调和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基础共识层面，西方大国专心于本
国官员任职和会费、捐款，忽视发展中国家在世卫组织的发展问题，缺乏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在程序共识层面，过于注重精英群体的声音，在全球传播时代，点对面的辐射状传播被点对
点的网状互动代替，精英群体权威性正在弱化，各国民间舆论在互联网上的发酵和传播之后，日
益参与影响国际事件的走向；在政策共识层面，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策略，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
标，陷入 “逢中必反”“逢共必反”的意识形态困局，也忽略了世界意识形态思潮多元化和复杂
化的趋势。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共识传播正在面临新媒体时代舆论场的新语境、新形态和新特
征，无法适应世界权力多元化和国际体系变革的需求。

（一）重构基础共识：平衡人员与资金比例
在一个混合体内，公共性和平衡性所占比重越大，则共识的认同性、稳定性越强。① 只有国

际组织内部的国家拥有平等的待遇和参与权，才更能意识到自身属于共同体的一员，对抗或冲突
才会减少。重构基础共识，就是要平衡国际组织内各国人员比例与资金投入，打破西方国家的垄
断局面，提升国际组织资源分配的公共性。

一国在国际组织的任职人员数量和级别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以世卫组织为例，中国职员职
级分布表现为高级岗位人数偏少，岗位分布表现为综合管理类部门人数偏少。因此，要加大包括
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比例，提高任职层次，加强人才培养和输送。一是政府主导选拔和
推荐人才，包括初级专业人才项目 （ＪＰＯ）、专业技术类人员短期借调作为输送职员的过渡方
式。② 二是为实习生到国际组织应聘正式职位争取实践经历。我国专门建立了国际组织人才信息
服务平台，推出了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召开
的会议、论坛和对话等活动，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员的参与比例和级别。通过加强
在国际组织活动中的参与度和曝光度，让非西方关切更多 “嵌入”国际会议议程，促进国际共识
的公平性和共享性。

资金系统是国际组织运行的基础，要加大对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让中国成为国际组织主要
资金来源国之一，这对重构国际共识起到支撑性作用。各国都会为了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机会
而博弈，如果一国所占有的资金比例不足，必然遭遇边缘化。中国近些年在世卫组织会费缴纳方
面居于前列，但在自愿捐款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统计显示，世卫组织的自愿捐款占其所
有资金来源的比例已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３年的６１％升至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１年的８４％。③ 同时，面对南
北公共卫生治理存在巨大差距的现实，中国应该更多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大对发展中国
家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确保公共卫生资金和资源可以更为合理、公正地在世界范围内共享。

（二）重构程序共识
埃弗雷特·Ｍ．罗杰斯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Ｍ．Ｒｏｇｅｒｓ）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在传播过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每一个意志都对最后的认同发挥作用，共识就在无数的合力与认同中产生”。④ 在传
播流程中，程序共识的重构需要将传播主体从精英群体转变为多元话语网络，将传播途径从重视
新闻批评转变为多渠道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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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多元话语网络
在传统共识构建模式中，话语权的掌控者往往由精英群体组成，而普通民众被排斥在共识建

构程序之外。在互联网时代，传播成为多元主体和多重话语相互联系、调适和内化的动态过程，

国际舆论场存在多层次的话语互动和博弈。在重构程序共识时，不仅要重视政府官员等精英群体
的作用，更要建立以学术机构、传媒、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等为节点的立体多元话语网络。

在医疗卫生信息和观点的发布上，医疗界和专家学者比发言人和政要的发声更为有效。２０２０
年４月，《外交学人》发表了百位中国学者联名的 《致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抗
疫，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① 得到了美国百位知名学者公开信的回应，在美国和西方世界
产生了积极效果。另外，《纽约时报》关注张文宏在疫情期间的言论，称 “张文宏既不代表政治
也不代表意识形态，他对中国公众充满尊重，张文宏的人情味打动了群众”，② 这样的个案就产
生了比中国官员发声更好的效果。未来中国需要倡导宽松自由的舆论氛围，鼓励更多的专业意见
领袖在国际组织中发表观点，主动参与和引导国际共识构建。

普通人的图像常常登上国际组织的官网。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关中国的专题报告还是主题照
片，世卫组织都更加关注中国普通医疗工作者或患者。类似中国医生对患者望闻问切等日常工作
照片展示了普通公众的真实信息，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共情。中国需要构建包括草根群体
在内的多元话语网络，重视非官方及民间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复调传播影响国际共识的走向。

２．借助多样渠道发声
共识的达成需要相互理解的语言规则和交流沟通的渠道保障，程序的公平和渠道的顺畅才可

以保证共识的真实性和充分性。除了构造多元话语网络，程序共识的重构还需要借助多样化的发
声渠道。
首先，中国要积极借助世卫组织大会、执行委员会、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等国际会议，阐明

自身的立场。在第７０届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会议中，中国代表介绍了有关健康扶贫以
及数字健康的经验，得到世卫组织和成员国的积极评价。其次，世卫组织内部设有媒体中心，负
责发布新闻稿、简讯、评论、特写故事、图片故事等，中国官员和专家可以借助这些平台或 《世
界卫生组织简报》（Ｂｕｌｌｅｔｉｎ）、《流行病学记录周刊》（Ｗｅｅｋｌ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等期刊
和出版物，发表署名文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跨国界、去国家中心化等特点，正在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现实，

影响着国际舆论的形成和舆论的导向”。③ 中国要紧跟世卫组织在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脸书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等社交媒体上的动态，积极回应，并对热点事件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年轻一代的话语
表达更具亲和力和创造力，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与世卫组织和其他成员国互动和交流的主力
军。国际共识重构还要警惕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交机器人操纵的国际舆论，当前社交媒体的 “人＋
社交机器人”的共生状态，正在改变特定国际舆论的走向。相关部门要积极进行事实核查，运用
反谣言策略，狙击社交机器人对舆论的操纵，在营造和谐清朗的国际网络空间的进程中，重构国
际共识。

（三）重构政策共识：公共属性议题的精准传播
政策共识涉及具体利益，关涉切实实体。政策共识应该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包容各方的多元

偏好和差异视角，使拥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都能表达自己的诉求。在传播流程中，与西方国家围
绕自身利益打造政策共识不同，中国重构政策共识的新支点是公共属性议题的精准传播，即选择
基于共同利益的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特色等进行精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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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选择拥有成功经验的议题，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不
同议题的态度，发现中国在治疗艾滋病和肺结核方面受到西方媒体的好评。对艾滋病治疗持正面
态度的报道占３６％，持中立态度的占４６％，而对肺结核治疗持正面态度的报道占４４％，持中立
态度的占５６％。“中国为艾滋病贫困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中国在艾滋病治疗方面进步巨大”，①

“中国为全球肺结核病例２０２５年减半的目标作出巨大贡献”。② 对此，中国要通过国际组织平台，
宣传中国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启发，在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经验的同时，重构政
策共识。
在推进与发达国家形成共识的同时，要寻求与其存在的共同利益，且政治敏感度低的领域。

近些年，中国在雾霾治理、禽流感防治以及医疗设施建设等方面，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比
如，日本共同社消息称，“日本希望向中国派遣专家，学习禽流感检测和控制手段”，③ 中国可在
此类议题上与发达国家搭建共有共享的国际话语空间。国际共识会通过具体的国际规则，内化到
各国交往实践中，成为一种潜意识。④ 中国还可以通过提出新议题、打造新话语，融入国际规则
创制，引导国际共识体系变革，提升政策共识的可接受度。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就超越了意
识形态藩篱，超越了某些西方国家的本国优先论和零和博弈思维，为人类健康的国际合作提供了
价值引领。

结　语

寻求共识是一个时代性命题。⑤ 在世界秩序的形成及 “再谈判”进程中，国际组织处于核心
位置。⑥ 世界各国能否以国际组织为 “媒介”和 “桥梁”，从分歧中寻求共识，如何处理共识与
多元信仰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这些都有待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正在表
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
善其身，必须凝聚共识、守望相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在国际秩序重建的窗口期
抓住机遇，以国际组织为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声音的影响力，在向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贡献中国智慧的进程中，推进重构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根本利益的国际共识。

（责任编辑：彤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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